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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历史长河滚滚向前，文明画卷绵延铺展。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文明交流对话、互学互鉴，谱写出绚美灿烂

的历史篇章。在中华大地生长发育的中华法系，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与理性的结晶，也是世界法系之林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

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也具有广泛的世界性。本期“观点·专题”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富有魅力的思想体系、规范制度、立法

技术，感受中华民族特有的治理智慧和价值追求。

在深研更广影响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弘扬社会主义
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
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
守者、坚定捍卫者。”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
法制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法制发展进程
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法文化，它不仅是古
圣先贤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的结晶，也为独树
一帜的中华法系提供了丰富的法文化内涵和坚
实的理论基础。在浩瀚的法文化中，出礼入刑、
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
本理念，以和为贵、无讼是求的价值追求，德主
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赏信罚
必的公平观念，保护鳏寡孤独、扶植弱势群体的
恤刑原则，选贤任能、明职课责的法律意识，天
人合一、鉴古明今的进化思想，立足现实、革故

鼎新的立法传统，等等，集中展现了中华法文化
穿越历史时空的百代风华，也充分反映了中华
民族的智慧和先进文化的深刻影响。

伴随着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法文
化也散发出强劲的感染力和渗透力，深刻影响
着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家的法制建设，使得这
些国家的法律制度都带有中华法系的烙印和中
华法文化的浸润。

早在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日本
遣小野妹子一行到隋考察。此后，日本陆续派
出近二十批遣唐使，主要学习中华法制。在学
习唐令的基础上颁布了《近江令》；后仿唐律令
制定的《大宝律令》，是日本最著名的法典；后又
制定《养老律令》，标志着日本近一个世纪以来，
模仿唐朝法制进行的律令制改革的完成。日本
法制史学者桑原骘藏曾经指出：“自奈良朝至平
安朝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上与精神
上，皆根据《唐律》。”

明朝建立以后，《大明律》和《大明会典》依
然是日本研究和模仿的对象。日本学者研究

《大明律》的也颇有人在，代表性著作有：高濑忠
敦《明律令释义》十四卷、冈白驹《明律译注》九
卷、荻生徂徕《明律国字解》十六卷等。

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时期，也采纳唐律，《高
丽史·刑法志》载：“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乎
唐。至于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曰

狱官令二条、名例十二条、卫禁四条、职制十四
条、户婚四条、厩库三条、擅兴三条、盗贼六条、
斗讼七条、诈伪二条、杂律二条、捕亡八条、断狱
四条，总七十一条。删繁取简，行之一时，亦不
可谓无据。”至朝鲜王朝，更援用《大明律》作为
定罪量刑的标准。如太祖李成桂即位时，便宣
称：“前朝之季，律无定制……自今京外刑决宫，
凡公私罪犯，必该《大明律》。”太祖时期，还命群
臣仿照《大明律》纂辑《经国大典》。成宗二年

（明宪宗成化七年，1471 年）将《经国大典》全部
颁行。此《经国大典》远据《周官》，近本《大明会
典》，为李朝 400余年之根本法规。

越南自李朝、后黎朝至阮朝，相继仿照唐
律和《大清律例》制定本国法律。如黎朝（后黎
朝，1428-1789 年）建立以后，虽距唐律颁布的
时间已近八百年，但在立法上仍以《唐律疏议》
为范本。黎朝初年颁布《国朝刑律》［又称《鸿

（洪）德法典》或《黎朝刑律》］，共 13 篇，722 条，
从内容到形式，从概念到原则，多移植唐律。
越人潘辉注在《历代宪章类志》中说：“迫于有
黎之兴，复行删定，鸿德《刑律》参用隋唐，断治
有划一之条，有上下之准，历代遵行，用为成
宪。”阮朝还模仿《大清会典》陆续颁布《钦定大
南会典事例》《大南典例撮要》等。

以上可见，自唐朝起，中华法系完全覆盖
了周边国家。这不是偶然的。首先，周边国家

的国情与中国的国情具有相似性，都以农业为
基本经济形态，都实行君主制的政治制度，都
奉行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国情的相似是周边
国 家 接 受 中 华 法 系 和 中 华 法 文 化 的 重 要 基
础。其次，儒家奉行的三纲五常，在中国不仅
上升为伦理道德，立法者还将其入律，形成伦
理法制，这些都为邻国所接受。直至今日，韩国
百姓仍注重孝亲亲伦，而且较大的家族仍以大
宗的长子为祭祀祖宗的合法身份，以至对于宗
支的延续十分重视，说明唐律所体现的伦理
法文化、伦理法制直至今天还具有一定的影
响。再次，唐律是中国古代上承汉隋、下启
明清的巅峰之作，以 《唐律疏议》 为主，并
与令、格、式、典、敕、例形成了完整的体
系。唐律不仅规范详备，而且附以疏议，进
行 多 方 面 的 解 释 ， 使 律 意 明 晰 ， 便 于 应 用 。
唐律的法律体系、规范内容、制度建构、律意解
释，都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因而，相邻国家纷纷
派遣学者到唐朝学习法律。这些学者回国之
后 ， 建 议 执 政 者 模 仿 唐 律 制 定 本 国 的 法 律 ，
由此开端，唐律、《大明律》、《大清律例》 便
成为相邻国家所取法的范本。当然，因国情
的不同，相邻国家在模仿唐律制定本国法律
时 也 有 所 损 益 。 但 是 ， 对 于 唐 律 的 指 导 原
则、基本的法律规范、司法的制度和程序等
都被沿袭，无大改动。

中华法系对周边国家深厚的亲和力和长久
的影响力，雄辩地说明中华法文化无愧为世界
法文化史上杰出的篇章。中华法文化不仅是中
国文化宝库中的财富，也被世界公认为体现人
类社会进步与法制文明的瑰宝。虽然时移世
易，面对世界法制发展的新潮流，中华法文化中
蕴含的优秀传统和理性因素，依然构成一座值
得认真挖掘和传承的文化宝库，为人类法治文
明的进步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
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
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
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
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就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会越走越宽广。今天，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就是要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挖掘中华法系几千年来形成的
合理的法律精神、法律原则、法律行为与当代法
治建设之间的适当的切合点，推动其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贡献力量。

中华法文化：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提供珍贵借鉴

□张晋藩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法律文化”。这一文化博大精深，有许多值得研
究之处，其中就包括“五听”制度。

“五听”制度是中国古代的一项
重要审判制度

“听”是“观察”的意思。“五听”制度要求司
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注意观察被审判人的言语

（辞听）、表情（色听）、呼吸（气听）、听力（耳听）、
视觉（目听）五个方面，从中发现其心理活动，识
别口供的真伪，作出正确判决。“五听”制度的核
心是司法官从被审判人的五种外部表现，发现
其心理活动，最终是为了辨别口供的真伪。这
在中国古代，有其特殊意义。

“五 听 ”制 度 产 生 于 西 周 时 期 。《周 礼·秋
官·小司寇》记载：“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
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
目听。”汉朝的经学家郑玄对“五听”作了注，使
其更为具体，也道出了“五听”与被审判人的心

理关系。比如，“辞听”的“注”是“观其出言，不
直则烦。”即观察被审判人的言语，如果表达的
内容不真实，被审判人的讲话就会急躁而不正
常，以此来判断其怀有一种说谎心理，从而怀
疑口供的真实性。

“五听”制度被西周以后的一些朝代广泛沿
用，有的朝代还在律典里作了规定，唐朝就是如
此。唐律既是唐朝也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律
典。它总结了唐朝以前的立法并提升到完善的
程度。唐律中就有“五听”的内容。《唐律疏议·
断狱》对刑讯的前置程序作了规定，要求司法官
依照“狱官令”的规定适用“五听”制度。即“察
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
首实，然后拷掠。”若司法官违反这一前置程序，
擅自刑讯，要被“杖六十”。宋朝的《宋刑统》则
全盘接受唐律中的“五听”制度，作出同样规
定。可见，西周确立的“五听”制度影响深远。

“五听”制度是世界古代法制史
上的一项先进制度

综观世界古代法制史，除中国外，没有国家
在同时期具备“五听”或相应的制度。“五听”制
度是当时一项十分先进的制度，其先进性突出
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 先 ，“ 五 听 ”制 度 确 立 的 时 间 较 早 。 其
确 立 于 西 周 ，即 公 元 前 1046 年 至 公 元 前 771
年间。在世界法制史上，在公元前 8 世纪前，
还没有“五听”或比其先进的审判制度。

古代东方除中国外，较早产生的法制是楔
形文字法、希伯来法与印度法。楔形文字法被
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形成的一个法系”。其
中的早期法典有乌尔纳姆法典、苏美尔法典、汉
穆拉比法典等。然而，这些法典都属于习惯法
的汇编，内容较为简单与粗糙，关于审判方面的
规定更是如此。

古代西方法制史总体上晚于东方法制史，审
判制度也晚于西周时期。比如，古希腊于公元前5
世纪才制定了哥地那法典。它仅有 70条法条，关
于审判的内容相当简单，达不到“五听”制度的高
度。古罗马成文法的制定是在公元前 6 世纪以
后，十二铜表法颁布于公元前 449年。由此，古代
西方的审判制度不能与“五听”制度同日而语。

其次，“五听”不仅确立较早，还是一种世俗
审判制度。其核心内容都在世俗范围内，比较
科学，利于公正审判。世界上早期的审判制度，
往往带有宗教因素。汉穆拉比法典虽是一部世
俗法典，但在审判部分，也有宗教因素。此法典
第 9 条规定，法官在审理有关遗失物案件时，

“交付买价时为之见证之证人及知此失物之证
人，皆须就其所知，声明于神之前。”“声明于神
之前”是典型的宗教式规定。希伯来法与印度
法都是宗教法，其审判制度是一种存在于宗教
文献中、在宗教的大前提下的制度。希伯来法
中“十诫”之一的“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的规定
就是如此。

再次，“五听”制度影响深远。“五听”制度自
西周产生后，一直影响到后世朝代，前后延续了

3000 年左右的时间。特别是在律典里予以规定
后，更具强制力与权威性，使“五听”制度深深嵌
入中国古代的审判中，成为一种常态。直到清
末法制改革，近代审判制度在全国施行，其才退
出历史舞台。

世界上的一些早期审判制度由于存在时间
较短，影响不及“五听”制度深远。楔形文字法
因公元前 6 世纪波斯帝国的占领而受到极大冲
击。公元前 5 世纪，又因在波希战争后，希腊法
文化进入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法及其审判制度
便退出了历史舞台。希伯来法也因受到外来侵
略而丧失国家法地位。

“五听”制度的当代价值

“五听”制度虽产生、发展于中国古代，但作
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当代
仍然有其价值，尤其可以在侦讯过程中加以借
鉴运用。

首先，可以把“五听”制度转化为一种侦讯
技术。“五听”作为一种制度在中国古代侦查手
段较为落后的情况下，为了破案与维护社会治
安，有其一定合理性。当代的侦查技术日趋先
进，审判制度日益完善，“五听”作为一种制度，
已没有存在的空间。但是，可以借鉴其中的合
理部分，将其演变为一种侦讯技术。

实践中，测谎技术与测谎仪的使用与“五
听”有暗合之处。测谎技术，特别是测谎仪的原
理是通过测脉搏、呼吸和皮肤电阻的变化，来判

定被测谎人所言是否真实。这一原理也利用了
人的生理属性，把被测谎人的心理活动与脉搏、
呼吸和皮肤等外在表现结合起来，为判断口供
的真伪做参考。随着科技发展，测谎技术还会
不断进步，为提高侦讯质量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可以把“五听”作为发现、扩大线索的
突破口。线索往往是破案的先导。获取线索的
手段有多种，侦讯是其中之一。侦讯也是一门
艺术。侦讯的水平常常决定侦讯的效率与质
量。侦查人员在侦讯过程中，通过被讯问人的
一些蛛丝马迹，获取有价值的口供，发现、扩大
侦查线索，为破案创造条件。有些被讯问人在
侦讯过程中，会出现大汗淋漓、语无伦次、答非
所问、急躁不安等类似于“五听”中的状况。侦
查人员可乘势作为突破口，充分利用其心理变
化，突破心理防线，发现线索，推进破案进程。

再次，可以把“五听”制度作为侦查人员业
务培训的内容。“五听”制度是中华优秀传统法
律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科学
性，可以作为培训侦查人员的一项内容。从中，
不仅可以学习中国传统审判制度中的合理因
素，做到古为今用；还可以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法
律文化的优越之处，增强文化自信。这对于参
与培训的人员，可谓一举两得。当然，讲授“五
听”制度，要把制度的来龙去脉讲周全，包括“五
听”制度产生的背景、内容、核心、发展、实施、意
义、影响、地位与当代价值等等。要从历史与现
实层面的不同纬度，全面讲授，使受培训人员从
中受益。

“五听”制度——

生动体现中国古代领先于世的办案技术

□王立民 华东政法大学功勋
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较早关于“中华法系”（也有称作“中国法
系”）的众多研究成果中，杨鸿烈先生于 1937 年
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
影响》一书显得更有生命力和影响力。该书的

“全书提要”部分开门见山地讲道，关于“中国法
系”的研究，可被划分成“‘中国法系’之内包的
研究”和“‘中国法系’之外延的研究”两大类，而
此书所研究的主要是后者。其中所谓“‘中国法
系’之外延的研究”，具体是指关于历史上中国
法律对日本、朝鲜半岛、越南（古称安南）等国家
和地区之影响的研究。时至今日，在关于历史
上中国法律对某个具体国家之影响的研究方

面，学者们已有许多新的推进。
《唐律疏议》是唐代在立法方面的杰作，不

仅被誉为中国古代法典之冠，而且在世界历史
上也是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之一。以《唐律疏议》
为代表的唐朝法律，在历史上对东亚地区其他
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著名法学家徐道邻曾有
言，“唐律在东方各国之影响，不可不述”。日本
著名的中国法制史专家仁井田陞，则将唐代律
令誉为“东方法制史枢轴”。

关于唐朝法律对日本之影响的研究，可谓
蔚为大观。《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一书，
便以相当大的篇幅，专门讨论了李唐时期中国
法律对日本的深刻影响，具体指出日本的《大宝
律》《养老律》等皆是模仿唐律，尽管它们也结合
当时日本本国的情况做了些调整。在日本学术
界，自宫崎道三郎首倡，中经中田薰的努力，后
由仁井田陞完成《唐令拾遗》一书，再到池田温
等人对该书进行补订，数代日本学者之所以在
唐令复原和研究上投入如此多的精力，正是建
立在日本的《近江令》《大宝令》《养老令》乃是以
唐令为蓝本这一事实之上，故而唐令复原和研
究对于日本学者而言，不仅是对中国法制史研

究的一大课题，而且有助于其对本国的法制史
乃至国家原始形态的研究。

除 日 本 外 ，唐 朝 法 律 在 历 史 上 对 朝 鲜 半
岛、越南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着直接影响。

《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一书中，基于
《高丽史·刑法志》中的记载总结指出，“高丽王
建一代之律，盖模仿《唐律》而稍加删削者也。”
近年来，也有学者通过比较唐律与高丽律的条
文，更为细致地呈现了高丽在移植唐律时进行
的筛选和改造。

在历史上深刻影响到日本、朝鲜半岛、越南
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古代法律，不只有唐
朝的法律，还包括明清时期的法律。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在日本江户时代前
中期，明清律例便已引起了幕府及各藩的关注，
到江户时代末期，明清律例更是成为当时各藩
在立法时竞相模仿的对象，以至于无论是在形
式还是内容上，此时期日本许多藩法几乎皆是

“一准乎明清律例”。此种仿照明清律例的立
法，在明治三年（1870 年）颁布的刑事立法《新律
纲领》中可谓达到了巅峰。日本的《新律纲领》
与中国明清时期的律例在内容上的密切联系，

在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律令学者水本成美的这
句话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新律纲领》，文简
意深，而文之所自，则清律。”

在朝鲜半岛，《大明律》很长时期内都是朝
鲜王朝的主要法源之一。朝鲜王朝的开国君
主李成桂在 14 世纪末登基为王伊始发布施政
纲领，谈及用律时宣布，“自今京外刑决官，凡
公私罪犯，必该《大明律》……”尤其是 15 世纪
后期朝鲜王朝编纂施行的综合性法典《经国大
典》，在其刑典的“用律”条中明确规定“用《大
明律》”，由此正式确立了《大明律》作为朝鲜王
朝之刑事一般法的地位。根据韩国学者赵志
晚的统计分析，在朝鲜王朝前期，《经国大典》
等朝鲜法典在所有刑事规定中所占的比例只
有 10%，而 来 自《大 明 律》的 刑 事 规 定 则 占 了
90%左右。

至于历史上中国法律对越南的影响，尽管
专门的研究成果较少，但亦足可揭示其概貌。
按照杨鸿烈的研究，越南法律在历史上同样深
受 中 国 法 律 的 影 响 ，但 在 具 体 来 源 上 颇 为 杂
糅。例如，越南黎朝时期的法律，对唐宋元明时
期的中国法律皆有模仿，阮朝的法律则直接以

明清律为蓝本。
随着晚清时期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尤其

是清朝当时的国力逐渐衰落，中国法律对东亚
诸国的影响由强变弱。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期，
改以法国刑法典为蓝本制定本国的刑法。颁布
于 1880 年的日本旧刑法，标志着日本法律与明
清律例渐行渐远，转以欧洲的大陆法系为取法
对象。到了朝鲜王朝后期，《大明律》的法律地
位已有所动荡，在 1894 年朝鲜甲午改革之后，
尤其是 1905 年颁行《刑法大全》，结束了《大明
律》作为朝鲜王朝正式法源的历史，标志着其向
大陆法系的转型。19 世纪中后期，法国发动多
次 侵 略 战 争 ，最 终 将 越 南 纳 入 自 己 的 殖 民 统
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法律对越南的影
响自然也就走向衰落。

中华法系在思想理论层面所展示的中华
法律精神，在中国古代、近代、当代社会秩序构
建、社会关系调整方面，始终发挥重要的积极
作用。从民族复兴的高度而言，传承中华优秀
传 统 法 律 文 化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强
国，乃是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在
法治建设方面任重而道远的伟大任务之一。

透过域外法律看中华法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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